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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的小说《使女的故

事》（The Handmaid’s Tale）被广泛奉为女性主义经典。在小说中，作者对女性的命运表示

强烈关注，并对政治、权力与个体状况的关系做出了深刻思索。阿特伍德尤其对权力对身

体的压制保持强烈兴趣。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极权宗教社会，当权者无时无刻不在对身体

进行残害和压制。身体不但成为暴力的承受对象，而且充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擂台，成为

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也成为社会话语控制、微观权力和规驯机制运作的载体。本文结合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相关理论探讨小说中的身体政治，审视生产驯服身体

的机制和手段，并阐释政治和权力运作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及对身体的控制。

被书写的身体

法国哲学家福柯一向关心权力的运作机制，他在《规驯与惩罚》中指出，“身体直接卷

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

成任务，执行仪式，发出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运作，与对

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规驯》 27）。在福柯看来，身体不只是肉体的承载媒介，而且

成为政治和法律约束、技术管理等现代权力机制的客体。根据福柯的关于身体和知识的社

会建构主义观，身体在实质上就是文本，因为身体首先是通过各种话语的约束而产生的，必

须服从制约性标准和特定的符号体系。人的身体是社会话语的“羊皮纸”，上面镌刻了不

同的话语痕迹、归驯手段和惩罚机制。身体是社会和文化的身体，是“事件进行书写的表

面”（“Nietzsche” 84）。
阿特伍德关于身体的思想和福柯有很大的共性，她也把身体描写成载有各种力量运

作痕迹的文本，也强调权力对身体的微观运行机制。戴维斯（Madeleine Davies）在关于阿

特伍德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 其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是各种焦虑的战场，这

些焦虑和各种权力结构息息相关，都被写入了女性肉体”（58）。的确，在小说《女预言师》

（Lady Oracle）中，身材臃肿的女主人公琼发现“我的身体就是有争端的领土”（69），变成

多重欲望和权力的对象，既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又是后殖民身份的试验场和美国文化帝国

主义思想的宿主。她的本姓德拉克尔特源自法国贵族姓氏，但母亲却给她取了个美国好莱

坞影星的名字“克莱福德·琼”，这体现出魁北克法裔文化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及大众

消费文化价值的冲突。母亲按照美国大众审美价值严格控制女儿的饮食，希望她做一名舞

蹈演员，但琼却“顽固地不停进食，能吃什么吃什么”（73）。琼在餐厅里的意大利移民同

事强硬地“要求你嫁给我”，并表示他们的文化隔阂不成问题 :“你会改变的”（96）。琼的

身体无疑象征着加拿大在面对多元移民文化时的后殖民身份困境。

身体不仅是束缚个体自由的工具，而且是国家、政权、宗教、意识形态等政治权力操控

的对象，其上刻写了不折不扣的身体政治。“被书写的身体”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的社

会中得到了完美执行。在这个神权社会中，身体被镌刻上各种印记，并按照不同功能（如

性别、、生育能力、年龄、职业等）分门别类进行管理。比如，叙事者奥夫弗雷德（Offred）的
身体对司令官弗雷德（Fred）来说就仿佛是“一个他能够读懂的有关所有权的布莱叶盲文”

（254）。身体如同画布，种种欲望、话语、规则纵横交错。使女的身体属于社会财产，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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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官才拥有限定的使用权。奥夫弗雷德的身体“被作为一种工具所利用”，是各种力量

交汇冲突的“地盘”、是“暗藏着各种危险的所在”。不仅如此，小说中男性的身体也都“必

须经过检查与比较”，仿佛身体是随时编辑和修改中的文本。所有身体都被作为“一种标

记”，用以辅助神权政权维持其“一切井然有序”的话语机制（73）。奥夫弗雷德把自己的皮

肤想象成一张地图，这种身体的图绘显然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她的身体成为权力体制的

表征符号，而非个人的肉体，她觉得这是“一张表示失败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没有

尽头的小路”（143）。

对身体的书写意味着对身体的文化和权力统治，这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政权对身体采取

的各种暴力惩罚手段如纹身、烙印、伤痕等，它们使身体成为政治权力和法律戒令的书写介

质。在《使女的故事》中，对身体的书写是一个充满压迫和被压迫的权力斗争过程。身体

并非单一的肉体存在，而是“被话语（discourse）建构成了‘真正’的身体”（Silverman 32）。
实际上，身体的一切过程，包括性别、功能、姿势等都是由社会和文化话语所制约的，“在

话语中存在的身体的意义决定了身体的物质属性”（Dallery 59）。对身体的惩罚性标记俯

拾皆是，例如奥夫弗雷德在惩戒墙上看到两具尸体，上面用红色标记出一个大写字母 J，她
虽然知道“这个字母并不代表犹太人（Jewish）”，但除此之外她“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

（200）。奥夫弗雷德作为底层的使女不能读懂被书写的身体，她们象征性地丧失了自己的

身体，更没有解读身体的权力，这是对主体规驯的绝对化表现。在小说中，所有人的身体不

再为私人所有，而是国家的公共财产。使女们发挥“会行走的子宫”的角色，而男人们“也

是性机器，除此之外什么也算不上”（144），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执行神权政府繁衍人口的

政策。在定期的授精仪式上，就连居于社会上层的信仰司令官也心不在焉，“游离于身体

之外”（160）。

福柯在《规驯与惩罚》中指出，19世纪以来，身体暴力逐渐温和，演变为囚禁、集中

营、劳教等形式，以生产“温顺的身体”（Discipline 135）。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也

强调了身体的非暴力书写，她尤其强调对身体的文本标志和符号管理，例如对制服和时装

的使用。作者精心想象了一个极权社会，在这里，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通过制服对身体进

行象征书写，使身体成为符号语义学构建的产物。小说中每个社会阶层、每种职业都有特

定的制服，用不同的颜色、图案和款式代表其地位和职能。正如文化研究哲学家史文德森

（Lars Svedsen）所说，“极权社会中存在一种趋势是，所有公民必须身着制服”，这样权力就

得到彻底的可视化执行（34）。在《使女的故事》中，通过制服的颜色分类，身份政治和阶级

分类被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这样权力话语就在身体上被可视化了。比如，司令官阶层一

律身着代表权威的黑服，连伞和轿车都是黑色。在“挽救仪式”上，挽救者也身穿黑袍，头

戴黑帽，执行生死大权。身着绿制服的信仰卫兵们负责“维持日常秩序并执行其它勤务”

（20），因为绿色象征社会职能角色。女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司令官夫人阶层身穿蓝色，如

同服务工一般。根据基列共和国的身体符号学法令，信仰司令和夫人的女儿在婚前必须穿

白衣、蒙白纱，以示和其它女人的区别。负责监管使女的嬷嬷们则身着棕色，她们是唯一拥

有读书权力的女人。作为底层男人的配偶，经济太太们负责所有护理和生育智能，因此她

们的着装包括红、蓝、绿多种，以显示其多重角色。显然，基列共和国的政权针对身体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基于不同颜色的符号学的身体书写机制，这是对身体的话语书写和定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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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象征意义对身体和主体加以限定，通过可视化的操作对身体进行文化语义学标记，

是比中世纪身体暴力更温和的一种规驯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阿特伍德小说中身体、服装和权力的深层社会意义和文化符号学

内涵，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不过，库恩（Cynthia G. Kuhn）在她的专著中对此

做出了探索，她认为阿特伍德让“身体充当了灵魂的外衣，用这一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框架

来显示主体性、表征、声音、性别和文化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144）。阿特伍德小

说同样关注和制服相对的时装所发挥的文化作用。格罗尔斯认为，时装是“反乌托邦的

（anti-utopian），也是反极权的”（qtd. in Svedsen 34），因而在小说中是被绝对禁止的。小

说中所有代表自由和选择的服装全部成为违禁品，“所有石灰绿、红色、紫色的丝绸、尼

龙和假冒的毛皮、黑色绸缎、金色的线织物、比基尼短裤、透明胸罩”等都被扔进大火焚毁

（230），电视镜头中还有生产商和进口商因为进行违禁时装贸易而被示众，他们“头顶尖

帽，上面用红字写着‘耻辱’两字”（230）。显然，在小说中服装是权力的外衣，它起到了对

身体进行约束和定位的作用，使得权力可视化。服装与囚禁这一社会隔离手段不同，因为

制服在围墙之外用可见的形式将穿制服的人与他人隔绝，这种无形的隔离显然依赖于对身

体高效的符号书写和划分。这样空间监禁的传统惩罚模式就被不知不觉地隐藏起来，用可

视化的身体规范和分类模式取代了空间约束，用统一的外在标准化审美价值取代了福柯所

说的“全景监狱模式”（Panopticon）。

身体的权力力学机制

自柏拉图以降，西方传统思想中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灵魂重于肉体，而肉体被视

为可以随时抛弃的累赘。但是现代社会中，身体逐渐成为身份的展台。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身体已经取代灵魂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和角色”（130）。在

《使女的故事》中，身体和身份在等级制度下得到了完美的掌控，还发展了一套和身体规驯

相配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用以约束所有人的日常起居和行为。控制身体和控制灵魂一样

重要，基列共和国的日常事务就是规驯身体。身体被确立为一种需要特别关注的东西，被

理解为一种可塑性很强的、需不断加以改变以使之适应新规范的东西。福柯指出，人类自

古典时代起就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Discipline 136），身体与技术的政治学的

结合使统治者可以塑造“驯顺的肉体”（135）。当代人类的知识与控制已成为一种政治性

的“身体科技”，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规驯控制不仅仅在于对身体的限制，而且在于对身

体“执行细微的胁迫，甚至到了机械的水平，包括身体的运动、姿势、态度和速度”（137）。

权力的执行形式表现为一种有效率的“作用于身体之上的威吓式政策”（138）。福柯把这

种对身体的规驯称为“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或“权力的力学机制”（mechanics 
of power），a它可以使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控身体。

a  福柯在《规驯与惩罚》中提到了 mechanics of power 这个概念，强调权力在规驯身体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速
度、节奏、姿态、角度等，把权力对人体的“微分权力”和物理学及力学原则相联系，同时又服务于政治目的，实现权力对
身体的经济功力要求。刘北成等的中译本把 mechanics of power 翻译为“权力力学”，把 microphysics 翻译为“微观物理
学”。鉴于权力的政治和物理双重属性，本文采用“力学机制”这样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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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女的故事》中，对身体的“权力的力学机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执行。神权政权

对身体姿势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的场合配合不同的体姿，不同的体姿则体现不同的教育

和规劝目的。纪律规定了肉体与其操纵的对象之间的每一种关系，这种“权力的力学机

制”首先和建筑的“功能场所”角色相结合（Discipline 143）。例如，信仰司令官的“坐落室”

（Sitting Room）完美贯彻了纪律的空间分配艺术。这里本属于实用的多功能空间，“本来

应该叫画室，后来却叫起居室，再后来叫休息室，或许它就是间画廊，里面到处是蜘蛛和苍

蝇。但现在它的官方名字是坐落室。”坐落室的功能按其字面意义被严格限定：“这间屋

子确实是让人坐的。当然是对某些人而言。对另一些人来说，只有站立的空间。此时此

地，站姿至关重要，因为肉体上的细微不适能起到教诲的作用”（Atwood, Handmaid’s Tale 
79）。显然，纪律空间和身体规驯被职能化了，这种建筑学的“权力力学机制”体现了福柯

所说的“功能场所原则”（functional-sites principle），也就是“对一个规驯场所按照多种不

同的用途进行构造”的原则（Discipline 143）。建筑空间的构造既能够保证了身体权力的

实施，又具有等级空间的实际功用，“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事件和姿态的

更佳使用”（167）。在起居室里，奥夫弗雷德幻想自己能够随意摆布室内的小玩意儿，这样

就可以让她“有一种权力拥有感”，但她发现这“充其量只是想入非非，而且过于冒险”。她

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大腿并拢，脚后跟折起垫在臀下，挺直身

体，低着头……”（81）这种姿势被规定为日常规范，使女们必须学会永远遵守对身体各部

位姿势的限定，成为福柯所说的“习惯的自动体（automatism of habit）”（Discipline 135），
最终把身体转变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傀儡或者小规模的权力模型”（136）。这种对身体姿

势的规范化裁决是基列共和国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的一部分，充分展现出福柯所说的“政

治解剖学”原则。身体一旦成为“习惯的自动体”，就会丧失支配权，因而使女们感到和自

己身体隔离开来，身体成为陌生的外物而使主体本身无能为力。奥夫弗雷德发现，“仅仅

是取下沉重的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仅仅是用手触一下自己的头发，就是一种难得的奢想”

（62）。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

我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裸身感到陌生。我的身体似乎已陈旧过时。我真的曾穿着

泳衣在沙滩上呆过吗？千真万确，毫无顾忌，就在男人们中间，一点也不在意我的两

腿、双臂、大腿和后背袒露无遗，完全暴露在众目之下。……我避免往下看自己的身体，

并非因为觉得它不知羞耻或厚颜下作，而是因为我不想看。我不想看如此完全彻底地

影响决定我自身的东西。（63）

的确，在福柯的规驯控制中，身体完全丧失了自由，必须和权力相一致，必须建立“身

体和某种态度的最佳联系”。“习惯自动体”的培养实际上就是规训身体的时间性，而对身

体的“正确”使用就意味着对时间的正确使用。换句话说，身体的节奏和速度都必须符合

权力的严格规范，一个“温顺的身体是一种有效的姿势的前提”（Discipline 152）。在《使

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描写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身体作为“习惯的自动体”完全没有了主

体自由，时间对身体速度和节奏的约束十分严苛。作者对“授精仪式”中司令官的动作描

写充满了反讽。司令官趴在乔伊身上，“用四二拍的进行曲速度动作着，象滴水不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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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头”，但“既没有快感，也没有痛苦”（94）。福柯在《规驯与惩罚》中指出，对身体的管制

和驯服甚至具体到对活动的掌控，它要求身体必须能够建立一种规律、一种节奏，并且能够

“调节重复的周期”（Discipline 149），并要求身体能够达到一种“精准的程度”，从而“按照

时间指令（temporal imperatives）来调整身体”（151）。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的一切行

为和动作都必须符合规范化要求，必须严格遵守有关人口繁殖的各项规定。使女们每个月

“诚惶诚恐地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因为一旦来了，那就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没能够达到

他者的期望”（73）。这或许是对福柯所说的那种“行为的解剖—时间性模式”（anatomo-
chronological schema of behaviour）的极端化执行（Discipline 152）。身体的生理性规律必

须和社会的节律性模式相一致，否则就意味着个体的失败。不过，奥夫弗雷德能够通过保

持对身体的幻想做出反抗，她想象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片暗藏危险的土地，是我自己的领

土”。她努力保持自己的记忆，希望不忘记对自己身体的主权。每当夜晚，她就会“陷入到

我的身体内部，就像陷入到一块沼泽地或湿地，而只有我才知道在哪里落脚”。她回想到了

以前，此时的她能够“把我的身体当作一个带来快乐的工具、一种交通方式，或是实现我自

己意志的执行工具”（73）。

身体的生命政治学

福柯在研究人类历史权力的运作基础之上，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生命权力”（biopower）
的概念。根据他的理论，生命权力具有两种形式：它首先对身体进行规驯，把身体视作机

器，这种权力在军队、教育、劳动等场所广泛存在；其次，生命权力旨在控制人类的繁殖能

力，在人口控制、人口分布学以及人口统计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History 139）。和身体

的“政治解剖学”相对应，“生命权力”关注“公共卫生、对出生率和死亡率比例的调节等”

（“Meshes” 161）。这种生命权力在小说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当局政权对身体进行规驯的

最终目的就是控制生育和繁殖，因为“出生缺陷率已经达到了 35%”（121）。基列共和国

对“人口的干预成为社会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以力求围绕人口建立其某种机制，保证

人口的驯服和他们的可用性”（Foucault, Power/Knowledge 203）。不过，小说中神权政权并

非否定身体，而是首先承认身体是“性的身体”，并以其繁殖能力来判断优劣。这样一来，

性机制就成为调节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机制。基列共和国权力的

运行和实施似乎完全体现在对终极目的的追求上，即对性的控制和对优生的追求上。在授

精仪式上，使女和司令官的性交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我不说做爱，因为那不是他正在

做的。说性交也不合适，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两人参与，而现在却只是一个人的事。就连强

奸也无法涵盖之：这里进行的所有一切无不是我自愿签约同意从事的”（94）。高宣扬论

述了福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指出基督教在性道德方面特别强调“一切性行为只能为

了一个目的，这就是生产”，而一切“为了寻求肉体快感的性行为，都是犯罪和堕落的诱因”

（932）。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对性欲和性爱的压抑正是建立在对《圣经》教义的极端

理解之上，这样神权社会的一整套性技术就肩负起规驯身体和调节人口的双重政治使命，

并和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在肉体和人口的问题上，性成为权力网络的核心、技术程序的主

线；法律成为“约束型经验的禁忌力量”，人们“不再以身体获得快感的质量，而是以强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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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压抑来进行自我肯定”（黄华 98）。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极权社会的基列共和国为

什么会对性交往有着那么繁复严苛的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使女的故事》中，生命政治在宰制个人方面创造了一系列极其细腻而灵活的策略

和技术，把个人的生命活动纳入整个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运作层面。生命政治的一个

重要手段就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蓝本”的创造性论述，使“各种各样的性论述都显示科学

理性的特征”（高宣扬 921）。小说中科技是支撑生命权力社会运转的基础，基列共和国的

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核试验的同时也对人体实施严格的医学监控和监管，在优生学上有着详

细而周密的计划。比如，使女们每日饮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食物的滋味无关紧要，但必

须是“营养极好的食物”；使女们要“补充维他命和矿物质”，“不喝咖啡和茶”，“滴酒不

沾”（66）。性道德和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优生政治密不可分（178），甚至可以说，性道

德就是法律和政治。当局宣布所有以前实施过流产手术的人都是对人类的“暴行”（32），

甚至利用告密者从医院的医学报告和记录中档案中搜寻名单，对那些犯下“暴行”的人执

行死刑。这很好地阐释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和“解剖政治”的结合。只有这样，权力机

构才能够通过对个人控制达到对社会整体的控制和协调。因此，小说中的生命政治就是关

于掌控个人、人口全体和实行生命政治的权力技术。

当“生命权力”延伸到人口控制领域时，就形成了福柯所说的“生的权力和死的权力”

（History 135）。自古典时代以来，统治者对于“生和死的权力是不对称的，统治者行使自己

的生死权力方式只能是处死对象或者不处死对象，他只有在见证死的过程中才能发挥生的

权力”（136）。而“生命权力”带来了一个新的转变，使得统治者能够把古老的象征最高权

力的处死权扩大并延伸为“对身体的管制和对生命的精确控制”（140）。在《使女的故事》

中，神权社会的权力形式从决定死亡演变成为决定生存，所有人都被按照其身体特征进行

了归类，以不同的分类要求加以管理。婴儿在出生后随即要通过鉴定，如果是“非婴儿”则

被“立即在某个地方处理掉”（113），只有符合条件的“婴儿”才能够获得生的权力。国家

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出生率，而且对性交和生产过程加以严格控制，在专门

的空间中进行，司令官只不过是“在行使义务”而已（95），“妻子”则发挥监管和协助作用。

“生命权力”的贯彻可谓无孔不入，以至于渗透到人们最隐私的生活领域。因此，奥夫弗雷

德意识到“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包括过程和结果”（94）。任何未经授权的科学家和医生均

不得干预妇女的生产。奥夫弗雷德看到围墙上的悬尸，因为他们曾经“利用吸宫术扼杀人

类胚胎”而被视为“战争罪犯”处死示众（32-33）。
小说中的这种对人口控制的“生命权力”演化成了极权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福

柯在《必须捍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指出，生命政治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权

力，它“拥有这样的权力：让人死并让人生”（241）。通过新技术手段，国家的“主权权力就

和生物权力结合起来”（Genel 47）。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生的权力”不仅甚至具备了

法律权威，并和神权合二为一，上升到了“司法——话语”的性质（Foucault, History 82）。而

在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和《洪灾之年》中，这种生物权力甚至变成了优生学政治，被统

治阶层利用，通过基因工程改变人口的构造和组成。“秧鸡人”就是秧鸡利用克隆技术制

造出来的用于取代具有各种生物缺陷的传统人类的新生“人类”。

生命政治不仅控制身体的繁殖功能，也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影响。在《规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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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中，福柯提出了关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理论。他指出，社会中权力

关系的运行就是把人口“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

位”（Discipline 218）。在《使女的故事》中，极权主义者利用权力手段构建出一个等级森

严的社会，人口被按照功能和地位分为不同等级，分别属于金字塔等级的不同阶层。小说

中男女两性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女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厨房、生育室、蔬菜店等，从事

体力劳动和家庭服务；男人则主要从事科学生产等脑力劳动及社会监管工作。在种族划分

上，白人、黑人都被称为“含之子”，犹太人则被称为“雅各之子”，他们是统治基列共和国的

基要派组织的成员。人们的角色、地位、功能也被严格划分。按照社会地位和繁殖能力，女

人又分为仆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荡妇等。肤色也是等级制度的重要成分，例如，

相较其他肤色的女人，白人妇女拥有繁殖权力，因而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他女人处于

社会边缘阶层，如没有生育能力的“非女人”、寡妇、同性恋者、尼姑或女权主义者，她们常

常被输送到“殖民地”进行核废料清理工作。耶洗别 a被实施了绝育手术，在嬷嬷的管控下

充当妓女或艺妓，专门为司令官提供服务。一旦她们不再有用，也会遭受和“非女人”同样

的命运。需要强调的是，基列共和国也将男人们分为不同等级，比如同性恋男子被宣布为

“性别叛徒”，遭受严厉的惩罚。可见神权政治对人口的分类和管理是严格地建立在对性能

力和繁殖能力基础之上的身体的控制，是对生命政治的滴水不漏的掌控。在这个等级森严

的权力结构中，人们相互猜忌，相互监视，构成整个社会等级的基础。小说中丽迪亚告诉使

女们，她们“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学会控制”他人，因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144）。无

疑，通过《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让我们认识到，权力作为社会运作的方式和基础渗透到

了每个角落，任何人都不能逃离权力关系的网络。

综上所述，《使女的故事》是一篇关于身体政治的小说，在这篇被称为“反乌托邦”的

小说中，阿特伍德运用文学的想象建构了一个在政治权力运作下的黯淡的未来社会图景。

权力关系成为人的本质关系，身体被理解为书写的身体，是文化和社会的构建品。政治权

力不仅体现在对人的身体的规驯上，还通过对监视体系的创造性应用和改造，扩大到服装

管理、身体行为规则等领域。权力甚至成为生命政治的工具，应用于对人口的技术管理和

分类权力等范围。阿特伍德对权力的这种深刻揭示充分说明了作者作为一名严肃作家对

社会问题进行的深刻反思，揭示了政治对身体、政治对现实生活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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